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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

徐　 愫，田林楠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在流动模式家庭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现实面前，对流动人口收入及其性别差异的研究仍忽视

流动模式的作用。 利用 ２０１２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上海市的数据，探讨了流动模式对流动

人口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作用下，相较于独自流

动，非独自流动有助于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的提高，却会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的降低。 数据结果还

表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与女性流动人口是与丈夫一

起流动还是与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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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开启了大规模人口流

动与迁移，流动人口数量从 １９８２ 年仅占人口总数

２􀆰 ９７％的３ ０００万，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３６ 亿，这相当

于每 ６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１］。 流动人口数

量的急剧增长也伴随着流动模式的转变。 １９９０ 年

“四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只有 ７􀆰 ４４％是生活

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中［２］，这意味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口流动还是以单独流动为主；及至

９０ 年代，流动模式家庭化的趋势变得十分明显，周
皓对比“四普”和“五普”数据发现，十年间户主与配

偶均 为 流 动 人 口 的 比 例 由 ７􀆰 ４４％ 提 高 到

４６􀆰 ０６％［３］，到 ２０１１ 年在婚流动人口中有 ８５􀆰 ２％是

夫妻一起流动［４］。 与此同时，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第二期（２０００）和第三期（２０１０）的数据表明，“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出现了回潮［５］。 在非独

自流动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与男性一起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女性，面对回潮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配偶相

较于自己更为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６］，将如何处理

家务与工作之间的张力，而这又会对不同性别流动

人口的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 笔者着力于回答流动

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的性别差异。 这一方面

是对劳动力市场甚至整个当代中国性别关系和性别

角色观念的一种透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性别关

系这一角度拓展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理解。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这一具体论题，研究者

或者关注流动模式的变化即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或
者称作“夫妻共同流动比例”、“举家外出比例”、“家
属随同”等等），或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性别差

异，很少将两者联系起来。 而在对流动人口以及农

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有关流动的变量也基

本只涉及是否流动（或有无随迁经历） ［７］ 和流动次

数［８］。 也就是说，流动模式在有关流动人口的收入

及其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仍未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

入分析或者说流动模式没有成为思考和解释的角

度。 我国流动人口不仅数量急剧增长，流动的家庭

化趋势也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研究仍然

不把流动模式纳入对流动人口收入及其性别差异的

研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忽视。
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上讲，这种忽略也是难以

成立的。 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着两性对社会角色分

工、性别关系模式的认同以及受此影响的性别分工

实践，在流动人口中，性别角色观念也因此会对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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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决策和选择产生影响，并进而影

响两性的收入。 性别角色观念对人口的这种影响的

中介便是流动模式：一个独自流动的女性人口与一

个和丈夫（或者和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的女性人

口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动逻辑会有很大差异，独自

流动者只需面对市场并用市场逻辑决策，而非独自

流动者需要面对市场及家庭，其决策除了市场逻辑

之外还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简而言之，在特

定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下，流动模式不同，流动人口在

实践中便可能生成不同的行动逻辑。 因此，流动人

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影响因素除了以往研究中所强调

的人力资本、性别歧视、市场化程度等，还有一个重

要变量即性别角色观念，而这一观念便体现在流动

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之中。 以往研

究对此的忽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流

动模式是性别角色观念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 就此

而言，本文也是对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研究中流

动作用模式的空白进行补充和探索。
市场主导、体制约束以及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

使得父权制在持续的大规模流动中从解构中重构，
进而得以延续和重建，其表现之一便是一起流动在

外的夫妻中即使妻子的收入更高，“一家之主”仍是

丈夫，“男主外、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仍是主

导［９］。 刘爱玉等的研究也表明，整体上中国男女两

性的性别观念仍未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状态

完全过渡到现代状态［６］。 在这种性别观念的影响

下，非独自流动的女性人口因为要更多地照顾家庭，
因此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这既降

低了其人力资本值也降低了自身对劳动回报的期

待。 而非独自流动的男性则因为妻子在日常生活方

面的支持，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值

（如健康状况更好、每天工作时间更长等）。 已有的

研究也表明因为女性农民工在流动中要兼顾工作和

家庭，因此，对女性来说，已婚会对工作产生负面影

响［１０］。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有着显著

影响，但这种影响因性别不同而不同。
假设 ２：在女性流动人口中，相较于独自流动

者，非独自流动者收入更低。
假设 ３：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相较于独自流动

者，非独自流动者收入更高。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原国家计生委 ２０１２
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该调查每年

开展一次，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抽样总体为在流入

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
５９ 周岁（即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间出生）的
流动人口，需要注意的是抽样总体中不包括调查时

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
抽样方法为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ＰＰＳ 抽

样的混合。 ２０１２ 年调查全国总样本量为 １５􀆰 ９ 万

人，其中上海为 １􀆰 ５ 万人，最终有效问卷为１４ ０５６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 ９３􀆰 ７１％。

２． 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个

人月收入，按照学界的惯常做法，对收入取对数值，
以便使其接近正态分布。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流动模

式，特指流动结果，不涉及流动过程，具体而言是指

流动人口是否有家庭成员在流入地与其共同居住，
可分为 ４ 类：独自流动、仅夫妻一起流动、仅夫妻和

孩子一起流动、其他类型（这一类型比例只有 ８％，
但是其内部所包含的类别极其复杂，包括和夫妻外

加父母、夫妻孩子外加父母等等，总之是三代亲属的

各种排列组合，难以详细分类）。 另一个核心自变

量就是性别，将性别处理成虚拟变量，其中女性 ＝ １，
男性＝ ０。

（３）控制变量。 由于以收入为因变量，因此控

制变量应该包括能够影响收入的各个维度的变量。
Ｇｅｒｂｅｒ 总结了解释收入的 ３ 个路径：新古典经济学、
制度理论和结构分析［１１］。 其具体所指对应到流动

人口可以归结为：包括人力资本要素（新古典经济

学）、制度对个人的区别对待（制度理论），以及结构

所造成的部门、组织和职业间的差异（结构分析）。
因此，控制变量设置也按照以上 ３ 个维度进行。 具

体来说，控制变量包括：①人力资本维度：年龄、工
龄①（操作化为调查进行的年份与初次流动的年份

的差值）、教育年限（根据教育程度来进行换算）以
及每周工作时间和就业身份（包括雇员、雇主、自营

劳动者和家庭帮工，以家庭帮工为参照组）；②制度

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户口性质（包括农业户口和

非农户口，以农业户口作为参照组）②、是否持有有

效暂住证（以“否”为参照组）；③结构维度的控制变

量：职业性别隔离，根据学界通常的做法，用职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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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刘林平等［７］ 的观点，在涉及农民工或流动人口时，人力

资本变量应同时纳入年龄和工龄，因为两者的变化并不一定一致。
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流动人口，其统计口径为“离开户籍地

时间长度为 １ 个月、空间范围为跨越区（县、县级市）、没有相应的户

口变动的流入人口”，并不等于农民工群体，所以包括非农户籍者。



性比例进行操作化；以上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描述统计及性别差异详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均值及两性差异

变量 所有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差异ａ

月收入（元） ３ ８９２􀆰 １７ ４ ２９７􀆰 ８４ ３ ４１９􀆰 ７８ ８７８􀆰 ０６∗∗∗

月收入（自然对数） ８􀆰 ０６ ８􀆰 １５ ７􀆰 ９４ ０􀆰 ２１∗∗∗

流动模式

独自流动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２５ ０􀆰 ０２∗

仅夫妻两人流动 ０􀆰 ２７ ０􀆰 ２６ ０􀆰 ２８ －０􀆰 ０２∗∗

仅夫妻与子女一起
流动

０􀆰 ３９ ０􀆰 ４０ ０􀆰 ３８ ０􀆰 ０２∗

其他模式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０２∗

年龄（岁） ３４􀆰 １７ ３４􀆰 ９６ ３３􀆰 ２３ １􀆰 ７３∗∗∗

工龄（年） ８􀆰 ５３ ９􀆰 １７ ７􀆰 ８１ １􀆰 ３６∗∗∗

教育年限（年） １０􀆰 ３２ １０􀆰 ４１ １０􀆰 ２２ ０􀆰 １９∗∗∗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５５􀆰 １７ ５５􀆰 ６２ ５４􀆰 ６５ ０􀆰 ９７∗∗∗

就业身份

雇员 ０􀆰 ７０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０４∗∗∗

雇主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２∗∗∗

自营劳动者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１９ ０􀆰 ０３∗∗∗

家庭帮工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

户籍性质（非农＝ １） ０􀆰 ２４ ０􀆰 ２２ ０􀆰 ２６ －０􀆰 ０４∗∗∗

是否持有有效暂住证
（是＝ １） ０􀆰 ９６ ０􀆰 ９６ ０􀆰 ９６ ０

职业的性别隔离（职
业的女性比例） ０􀆰 ４４ ０􀆰 ４０ ０􀆰 ５０ －０􀆰 １０∗∗∗

　 　 注：ａ 差异即为某变量男性样本的数值与相应女性样本的数值
的差，对于定序变量而言，数值是指取值所占比例。
∗ｐ＜０􀆰 ０５（双尾 Ｔ⁃ｔｅｓｔ 检验，下同）；∗∗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

３． 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

分析，主要是比较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在

收入以及流动模式等变量上的差异，统计方法是检

验。 第二部分运用最小二乘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

计流动模式对收入的影响，模型分为全部样本、男性

样本和女性样本，以此来检验流动模式对收入影响

是否有性别差异。 此外，为了直观地检测和验证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另外进行了加入性别和流动模式

的交互项①的回归计算。

四、结果与分析

１． 收入、流动模式及其他变量的性别差异

由表 １ 可见，男女两性在月平均收入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女性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比男性少

８７８ 元，是男性月平均收入的 ８０％左右（３ ４１９􀆰 ７８ ／ ４
２９７􀆰 ８４＝ ０􀆰 ７９５ ６）。 在核心自变量流动模式方面，
独自流动的男性比女性高 ２％，这种差异在 ０􀆰 ０５ 的

水平上显著，在“仅与妻子和孩子一起流动”这一类

型中男性也要高于女性，而在“仅夫妻两人流动“和
“其他模式”这两种类型中，女性则显著地多于男

性。 在影响收入的各变量方面，男性流动人口在工

龄、教育年限、就业身份（男性在雇主和自营劳动者

这两类分布较女性更多、女性在雇员和家庭帮工这

两类分布较男性更多）等人力资本要素方面较女性

都要更占优势；在制度性变量方面，女性属于非农户

籍的比例要稍高于男性，而在是否持有有效暂住证

方面则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作为结构变量的职业

性别隔离方面，女性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女性比

例显著偏高，而根据以往的研究，某一职业中的女性

比例越高，其收入就相对越低［１２］。
２． 流动模式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在探讨流动模式对收入影响及其性别差异之

前，先简要描述其他各控制变量对收入的影响。 模

型 １ 显示，除了核心自变量流动模式，所纳入模型的

各要素基本都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有着显著影响。 其

中年龄和工龄对收入的影响呈一条“倒 Ｕ 型”曲线，
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年龄（工龄）
的增加，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达到一定峰值之后，收
入会随着年龄（工龄）的增加而减少。 对于年龄变

量而言这一峰值或转折点约为 ３８ 岁，对于工龄而言

这一峰值或转折点约为 １６ 年。 每周工作时间对收

入虽然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十分微弱。 女性身份对

收入有负面影响；相较于家庭帮工，作为雇主和自营

劳动者的收入更高；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收入将会增加 ６􀆰 ３％（（ ｅ０􀆰 ０６１ ５

－１）·１００％），非农户口流动人口的收入比农业户

口流动人口的收入高 １９􀆰 ３％（（ｅ０􀆰 １７６ ８－１）·１００％），
持有有效暂住证者比没有有效暂住证者收入高

２􀆰 ６％（（ ｅ０􀆰 ０２６ ０ －１）·１００％），职业性别比每增加一

个单位（对于职业性别比而言一个单位就是 １００％，
也即从 ０ 增加到 １００％）收入将会减少 ２３􀆰 １％（（１－
ｅ０􀆰 ２６２ ３）·１００％）。 总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男性年

龄和工龄分别接近 ３７ 岁和 １７ 年、就业身份为雇主

或自营劳动者、处在职业性别比低的职业中、户口为

非农、持有有效暂住证者收入更高。 那么，为什么只

有核心自变量流动模式对收入完全没有影响呢？ 流

动模式对流动人口的收入真的没有影响吗？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提供了答案。 以女性流动人口

·７６·

①需要说明的是，交互项中流动模式操作化为“独立流动”和

“非独自流动”两类，因为如果以原先的四分类（独自流动、仅夫妻两

人流动、仅夫妻与孩子一起流动、其他模式）与性别做交互项，其解

释是非常复杂难懂的；另一方面，假设的逻辑是因为“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观念的存在，当与其他人一起流动时，女性会因为家务而

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而现在的二分类仍然符合这一分

析思路（此时非独自流动主要包括“仅夫妻两人流动”、“仅夫妻与孩

子一起流动”，以及数量极少的夫妻加父母、夫妻孩子加父母等等类

型），并且更为直观。



为样本的模型 ２ 中，相对于独自流动，“仅夫妻两人

流动”和“仅夫妻两人与孩子一起流动”都对收入有

着十分显著的负面效应；以男性流动人口为样本的

模型 ３ 中，相对于独自流动，“仅夫妻两人与孩子一

起流动”对收入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 由此，可以

认为，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是因性别而

异的，而且这种影响正好相反，即对男性流动人口而

言与妻子及孩子一起流动有助于收入的增加，而对

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则会降低收入，而在所有样本中

这种相反的效应互相抵消，因此最终的系数并不显

著。 具体来看，在女性流动人口中，与独自流动相

比，与丈夫一起流动会导致收入降低 ８％左右（（１－
ｅ－０􀆰 ０８２ ８）·１００％），与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会导致收

入降低 １０％左右（（１－ｅ－０􀆰 １０６ ２）·１００％）；在男性流

动人口中，与独自流动相比，与妻子及孩子一起流

动，收入会增加 １１％左右（（ｅ０􀆰 １０３ １－１）·１００％）。 所

以，假设 １ 即“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有着显

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因性别不同而不同” 基本被

证实。
为了更直观地检验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的

影响的性别差异，建立了加入性别和流动模式（如
在“统计模型和分析策略”小节中所述，此时流动模

式分为“独自流动”和“非独自流动”两类）交互项的

模型 ４。 数据显示，性别、流动模式及其交互项均对

收入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这表明流动模式对收入

的影响确实是因性别而不同的。 具体来说，性别变

量的系数表明，如果控制其他变量不变，在独自流动

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少赚 ４􀆰 ５％（（１－ｅ－０􀆰 ０４５ ６）
·１００％）；流动模式的系数表明，控制其他变量不

变，在男性流动人口中，非独自流动者比独自流动者

多赚 ６􀆰 ４％（（ｅ０􀆰 ０６２ １ －１）·１００％）；性别∗流动模式

变量的系数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
女性流动人口中，非独自流动者比独自流动者少赚

８􀆰 ４％（（１－ｅ（－０􀆰 １４９ ５＋０􀆰 ０６２ １） ）·１００％）；以及在非独自

流动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少赚 １７􀆰 ７％ （１ －
ｅ（－０􀆰 １４９ ５＋０􀆰 ０４５ ６））·１００％））。 这一数据表明，相较于

独自流动，非独自流动对男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有积

极影响，而对女性则有消极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基本一致。 并且，还可以发现，当两性同为

独自流动时，女性只比男性少赚 ４􀆰 ５％，而当两性同

为非独自流动时，这一数值急剧上升到了 １７􀆰 ７％ ，
非独自流动对女性收入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样本中，相对于独自流

动，与妻子一起流动对收入虽然有着正面的影响，但
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但与妻子和孩子一起流动则会

使其收入比独自流动时增加 １１％。 原因可能是当只

有夫妻一起流动时，妻子虽然也会在照顾丈夫等家

务上投入一定的精力和体力而导致其收入降低，但
这种照顾可能是有限的、并不足以显著地提高丈夫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如果孩子与夫妻一

起流动，妻子因为孩子而在家务上的投入会比与单

独丈夫一起流动时大得多，丈夫在某种程度上因为

一起流动的孩子而获得更多的照顾，从而提高了其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与独自流动相比，和丈

夫一起流动的女性收入会降低 ６􀆰 ７％，一旦和丈夫

及孩子一起流动这一数值就上升到 ９􀆰 ９％，这也反

证前述推论：当孩子一起流动时，女性流动人口会在

家务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导致其在劳动力市

场中的投入减少，也使作为父亲的男性流动人口获

益。 但是作为妻子的流动女性虽然也在家务中投入

一定精力，但更多的是内外兼顾，作为丈夫的流动男

性从中的获益也因此少于作为父亲的男性流动人

口。 总之，这一“意外”发现表明，在流动人口中，
“男主外、女主内”不论是作为观念还是实践虽然仍

然成立，但是这种性别分工观念及实践在“夫妻及

孩子一起流动”的家庭中比在“仅夫妻一起流动”的
家庭中更为明显。 或许可以就此推论，“男主外、女
主内”的在生活中的实现程度与家中是否有孩子需

要照顾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检验这一推论，建立模型 ５。 如果推

论成立，那么对于夫妻和孩子一起流动的家庭而言，
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必然要比不需要照顾孩子的母

亲在家务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体力，从而在更大程

度上降低其收入。 相应地，孩子有需要照顾一起流

动的家庭中的父亲也因此获得更多的照顾，从而比

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家庭中的父亲收入更高。 因此，
在模型 ５ 中，以“仅夫妻和孩子一起流动”的流动人

口作为样本，引入一个新的核心自变量“是否有未

成年子女一起流动”用来测量家中是否有孩子需要

照顾（“是”意味着一起流动的孩子需要照顾，“否”
则意味着一起流动的孩子不需要照顾），并生成这

一变量与性别变量的交互项。 结果表明，在子女不

需要照顾的家庭中，母亲收入比父亲低 １４％左右

（（１－ｅ（－０􀆰 １４５ １））·１００％），而如果家中有需要照顾的

未成年孩子，母亲的收入则要比父亲低 ２４％左右

（（１－ｅ（－０􀆰 １４５ １－０􀆰 １２６ ６） ）·１００％）；对于父亲而言，如果

家中有需要照顾的孩子，那么其收入要比孩子不需

要照顾的父亲增加 １０％左右（（ｅ０􀆰 ０９４ ９－１）·１００％），
对 于 母 亲 而 言， 则 是 降 低 ３％ 左 右 （（ １ －
ｅ（－０􀆰 ０９４ ８－０􀆰 １２６ ６））·１００％）。 因此，数据结果与推论基

本一致。

·８６·



表 ２　 估计收入影响因素的 ＯＬＳ 模型

变量 模型 １ 所有样本 模型 ２ 女性样本 模型 ３ 男性样本

性别（女＝ １） －０􀆰 １５６∗∗∗（０􀆰 ００９ ４） — —

流动模式ａ

仅夫妻两人流动 －０􀆰 ０１９ ６ （０􀆰 ０１３ ４） －０􀆰 ０８２ ８∗∗∗（０􀆰 ０１８ ７） ０􀆰 ０３７ １（０􀆰 ０１９ １）

仅夫妻两人与孩子一起流动 ０􀆰 ００６ ８ （０􀆰 ０１３ ２） －０􀆰 １０６ ２∗∗∗（０􀆰 ０１８ ９） ０􀆰 １０３ １∗∗∗（０􀆰 ０１８ ３）

其他模式 －０􀆰 ００１ ７（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２６ ３（０􀆰 ０２４ ７） ０􀆰 ０１３ ０（０􀆰 ０１８ ３）

年龄 ０􀆰 ０４８ ７∗∗∗（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３７ ０∗∗∗（０􀆰 ００６ １） ０􀆰 ０５４ ３∗∗∗（０􀆰 ００５ ４）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１）

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１ ５∗∗∗（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６２ ８∗∗∗（０􀆰 ００２ ４） ０􀆰 ０５９ ３∗∗∗（０􀆰 ００２ ６）

工龄 ０􀆰 ０１５ １∗∗∗（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１６ ０∗∗∗（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１５ ２∗∗∗（０􀆰 ００３ １）

工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１）

每周工作时间 ０􀆰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１ ２∗∗（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４）

就业身份ｂ

雇员 －０􀆰 ０７９ ８∗（０􀆰 ０３６ ９） －０􀆰 １２５ ４∗∗（０􀆰 ０４０ ２） ０􀆰 １２１ １（０􀆰 ０８５ ２）

雇主 ０􀆰 ４５１ ６∗∗∗（０􀆰 ０３９ ６） ０􀆰 ３６１ ３∗∗∗（０􀆰 ０４６ ４） ０􀆰 ６７８ ２∗∗∗（０􀆰 ０８７ ３）

自营劳动者 ０􀆰 ０８８ ９∗（０􀆰 ０３７ 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 ０４２ ５） ０􀆰 ２７４ ９∗∗∗（０􀆰 ０８６ ０）

户口性质（非农户口＝ １） ０􀆰 １７６ ８∗∗∗（０􀆰 ０１２ ５） ０􀆰 １８６ ３∗∗∗（０􀆰 ０１７ １） ０􀆰 １６９ ８∗∗∗（０􀆰 ０１８ ０）

是否持有暂住证（是＝ １） ０􀆰 ０２６ ０∗∗∗（０􀆰 ０２２ ２） ０􀆰 ０６６ ５∗（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０６ １（０􀆰 ０３１ ６）

职业性别隔离（职业女性比） －０􀆰 ２６２ ３∗∗∗（０􀆰 ０２０ ４） －０􀆰 ２６７ ５∗∗∗（０􀆰 １１９ ６） －０􀆰 ２７０ １∗∗∗（０􀆰 ０３９ ２）

常数项 ６􀆰 ５７２∗∗∗（０􀆰 ０８３ ６） ６􀆰 ６０８∗∗∗（０􀆰 ０８０ ６） ６􀆰 ３３５∗∗∗（０􀆰 １３０ ５）

观察值 １２ ４９６ ５ ７９５ ６ ７０１

决定系数 ０􀆰 ３０２ ８ ０􀆰 ３０５ ０ ０􀆰 ２７２ ４
　 　 注：ａ 参照群体为“独自流动”ｂ 参照群体为“家庭帮工”。

∗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表 ３　 估计收入影响因素的 ＯＬＳ 模型（加入交互项）

变量 模型 ４ 所有样本 模型 ５ 仅夫妻和子女一起流动的样本

性别（女＝ １） －０􀆰 ０４５ ６∗∗（０􀆰 ０１７ ６） －０􀆰 １４５ １∗∗∗（０􀆰 ０３４ ４）

流动模式（非独自流动＝ １） ０􀆰 ０６２ １∗∗∗（０􀆰 ０１４ ７）

性别∗流动模式 －０􀆰 １４９ ５∗∗∗（０􀆰 ０２０ ２）

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一起流动（是＝ １） ０􀆰 ０９４ ８∗∗（０􀆰 ０３１ ０）

性别∗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一起流动 －０􀆰 １２６ ６∗∗∗（０􀆰 ０３７ ７）

年龄 ０􀆰 ０４９ ２∗∗∗（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３７ ５∗∗∗（０􀆰 ００８ ９）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１）

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０ ７∗∗∗（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６２ ２∗∗∗（０􀆰 ００３ ０）

工龄 ０􀆰 ０１６ １∗∗∗（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４ ３）

工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２）

每周工作时间 ０􀆰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５）

就业身份ａ

雇员 －０􀆰 ０８４ １∗（０􀆰 ０３６ ８） －０􀆰 ０６７ ９（０􀆰 ０６０ ９）

雇主 ０􀆰 ４４９ ７∗∗∗（０􀆰 ０３９ ５） ０􀆰 ５０７ ６∗∗∗（０􀆰 ０６４ １）

自营劳动者 ０􀆰 ０８４ ９∗（０􀆰 ０３７ ７） ０􀆰 １５０ ６∗（０􀆰 ０６２ ０）

户口性质（非农户口＝ １） ０􀆰 １７８ ４∗∗∗（０􀆰 ０１２ ４） ０􀆰 ２１１ ８∗∗∗（０􀆰 ０２２ ４）

是否持有暂住证（是＝ １） ０􀆰 ０２９ ２（０􀆰 ０２２ １） ０􀆰 ０８１ ６（０􀆰 ０５５ ４）

职业性别隔离（职业女性比） －０􀆰 ２６２ ９∗∗∗（０􀆰 ０２１ １） －０􀆰 ２２７ ７∗∗∗（０􀆰 ０５１ ９）

常数项 ６􀆰 ５２８∗∗∗（０􀆰 ０８１ ９） ６􀆰 ６８３∗∗∗（０􀆰 １８６ ９）

观察值 １２ ４９６ ４ ８７２

决定系数 ０􀆰 ３０５ ５ ０􀆰 ３２０ ２
　 　 注：ａ 参照群体为“家庭帮工”。

∗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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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本研究显示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在

所有样本中是不显著的，但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

中有着显著的但也是相反的影响。 具体说，对于男

性来说，与独自流动相比，与夫妻及孩子一起流动会

增加其收入；但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则正好相反，与
独自流动相比，与丈夫或与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都

会降低其收入。 加入了交互项的模型也说明非独自

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正好相反 ，
对前者是正向的，对后者是负向的。

虽然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以及国内对流动人口的

研究都表明流动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性别平

等［１３－１４］，但正如性别角色理论所阐释的，家务劳动

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地建构并嵌入到文化结构中的

一套稳定而有力的性别分工观念的产物，是夫妻性

别关系的符号性表现，这种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对

于现实情境的变化有很强的滞后性［１５］，因此，虽然

流动增进了性别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丈夫

参与家务劳动的比例，但流动家庭中的家务分工模

式并未根本改变，女性仍然承担高出男性数倍的家

务劳动［１３］。 不仅如此，虽然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在

流入地掌握更多的资源，但女性移民在经济地位提

高的情况下仍然极力维持儒家性别等级观念和传统

家庭体系的结构与神圣性［１４］１０９。 因此对于流动女

性而言，生活和工作地理位置的迁移并不能使其摆

脱传统的性别关系意识形态，她仍然需要牺牲投入

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来从事家务劳动，而这将降

低其收入［１６］。
在男性样本中，相较于独自流动，“仅夫妻与孩

子一起流动”显著地增加其收入，而“仅夫妻两人一

起”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其收入 ，将这一发现和“与独

自流动相比，与丈夫一起流动的女性流动人口收入

会降低 ６􀆰 ７％，但是一旦与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就

会降低 ９􀆰 ９％”这一发现联系起来，认为在女性日益

挣脱家庭的枷锁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男
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在实践中的

实现程度取决于女性是否要履行自己作为母亲的角

色。 而相较于一起流动的孩子已经成年不需要照顾

的父亲和母亲，一旦一起流动的孩子还未成年需要

照顾，父亲和母亲的收入会分别增加 １０％和减少

３％的发现则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推论。
从流动模式出发，可以进一步探讨性别分工观

念在流动人口中运行的具体机制，也即“男主外、女
主内”这一模式在“仅夫妻两人一起流动”和“仅夫

妻和孩子一起流动”两类人群中的实现程度是否有

区别，如果进一步的实证证据和初步发现一致，那么

就可以认定随着性别观念的现代化转型，作为妻子

的女性与作为丈夫的男性在性别分工中日趋平等，
但是作为母亲的女性与作为父亲的男性仍然处在

“男主外、女主内” （或者更准确地说“父主外、母主

内”）的强烈影响之下，这对于理解急剧社会变迁背

景中的性别关系是一个极为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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